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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１２ 年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

来， 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落后于政治家的实践。 提高新型大

国关系的概念化与操作化程度， 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有学术意义的研究的基

本要求， 也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紧迫任务。 本文尝试进一步推进新型大国

关系的概念化， 并提出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问题， 或可作为中美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的下一步工作方向以及学术界的下一步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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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２ 年 ２ 月，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 正式提出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此后，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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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到实际合作成果， 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但与此同时， 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的构建也面临颇多问题， 其中之一是其概念化与操作化程度仍显

不足， 直接制约了研究的深入， 导致外交实践之下的学理支撑不足。 本文

旨在对新型大国关系做进一步的概念化尝试， 并提出下一阶段构建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的某些操作与研究议程。

一　 “新型大国关系” 的学理支撑不足

近三年来，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 也呈现

出两个明显的落差。 其一是学术界的研究明显落后于政治家的行动； 其二

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 中国热、 美国冷， 两国存在明显的 “温差”。

回头看，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在过去三年中经历了三个明显的节

点。 一是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时向美方正式提出这一概念。①

二是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 在理论层面， 习近平主席

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内涵， 即 “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

作共赢”； 在实务层面， 两国同意加速 《双边投资保护条约》 （ ＢＩＴ） 谈

判、 启动两军两个互信机制的磋商。② 三是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中美元首北京峰

会。 在理论层面，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 在

实务层面， 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两军签署两个建立互

信措施的备忘录， 两国达成签证互惠安排， 就 《信息技术协定》 扩围达

成共识， 同意继续推动 ＢＩＴ 谈判。③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 双方已经按照时间

表完成了 ＢＩＴ 协议文本谈判。

从这三个节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 内涵及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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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路径迄今都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 新型大国关系的初步成果也是由两国

政治家和政府部门推动形成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中美两国学术界

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成果数量虽然已经相当多， 但其对决策产生的影

响还比较薄弱， 未见到发挥明显引领实践作用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多数时

候还是 “跟在政府后面跑”， 成果还集中在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

性、 可能性、 复杂性等的 “诠释” 层面， 实证色彩较强的研究成果明显

不足。

在中美之间， 从上述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的推进情况来看， 中国领导人

显然发挥了主导作用。 美国领导人及美国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一提法， 但态

度比较勉强，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以来更表现出不愿公开使用这一表述的趋势，

如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并未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一表述。

美方反复强调不在乎概念本身， 不愿对其内涵做学理探讨， 而希望将这一

概念 “操作化”。① 与之相应， 美国学者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

更多的还是持怀疑态度。②

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存在 “温差” 有多种原因， 政治恐

怕是绕不过去的因素。 毕竟， 过去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概念如 “遏制” “接

触”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两面下注” 等多由美方提出。 新型大国关

系则是由中方主动提出的概念， 这似乎显示随着中美综合国力的接近， 两

国话语权的攻守态势在发生微妙变化， 美方对此显然不易接受。

与此同时， 本文希望强调的是， 中国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研

究不足， 也是中美存在 “温差” 的原因。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不仅美方

官员与学者不清楚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方学者也不甚了了。

直到今天， 国内学者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恐怕也很难说达成了

６

①

②

Ｓｕｓａｎ Ｒｉｃ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Ｒｉｃｅ ｏｎ Ｕ􀆰 Ｓ􀆰 － Ａ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ｉｉｐｄｉｇｉｔａｌ􀆰 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 ｇｏｖ ／ ｓ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 ／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２８７２５８􀆰 ｈｔｍ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ｓｈ， “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ｃＮｅｔ， ４０Ａ， Ｊｕｎｅ １２，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ｃ１３４０Ａ􀆰 ｐｄｆ􀆰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概念化与操作化

共识。 例如， 新型大国关系究竟 “新” 在何处？ 其重点究竟是 “新型”

还是 “大国”？ 它是为中美关系 “量身定制” 的， 还是也可以适用于其他

各种大国关系？ 从研究和思维方法来看， 美方习惯于从指向性明确的概

念、 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出发来讨论问题； 而中方学者则较多地使用带有文

学、 感情或道德色彩的表述来讨论两国关系的愿景， 双方缺少共通的理解

新型大国关系的学术话语平台。

中美两国领导人与学术界对 “修昔底德陷阱” 的讨论恰好反衬出了

以上问题。 迄今为止， 在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中， 如何避免 “修昔

底德陷阱” 是中美双方讨论较多的问题。 不仅中国领导人明确使用了这

一概念，① 美国政治家也给予了积极响应。② 因此 “修昔底德陷阱” 是有

关新型大国关系讨论中的一个 “能讨论得起来” 的正面例子。 “修昔底德陷

阱” 最初由美国作家沃克提出， 用来形容美苏冷战。 美国学者格雷厄姆·

艾利森近年来将其用于中美关系， 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修昔底德

陷阱” 指向清晰明确， 即 “当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形成竞争时， 往往导致

两者走向冲突甚至战争”。 从理论角度来看， 学术界一般认为 “修昔底德陷

阱” 是结构现实主义观点， 即国际格局的变化必然导致国家冲突。 这一观

点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久经讨论， 具有一定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人很容易理

解这一关切的根据， 甚至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其提出质疑和反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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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美领导人和学者使用 “修昔底德陷阱” 这一术语时， 另一方可以比

较明确地掌握对方所指， 也可以在比较严谨的学理层面展开讨论。

如果单纯从政治因素来解释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认知的 “温差”， 就

无法解释为何中美对 “修昔底德陷阱” 的讨论比较均衡。 可以说， 在此

之外， 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其他内涵缺乏深入讨论， 这与学术界对该提法缺

乏较严格的学理意义研究有关。 作为这种研究的第一步， 需要对 “新型

大国关系” 这一由政治家提出的术语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概念化和操作化。

以学术语言和政策语言来充实和丰富政治语言， 是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的必由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 政治家提出概念或需求是学术界产生研究问题的重

要途径之一。 对国家领导人的提法加以概念化、 操作化是学术界而非政

治家的任务。 由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是由中国政治家提出的， 因此

中国学术界责无旁贷， 不能指望美国同行 “代劳” 。 如果将目标放得更

远一点，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近几年提出了大量的新外交理念， 如 “有中

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新型国际关系”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亚太梦”

“亚洲安全观” “命运共同体” “义利观” 等， 这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大

量研究课题， 是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面临的重要机遇之一。 但是，

对这些概念的研究同样不能停留在必要性、 可能性、 重要性之上。 如果

不能对这些理念进行有效的概念化和操作化， 制定科学的研究议程， 中

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可能会错失重要历史机遇， 而政府的外交实践也将缺

乏有力的学术支撑。

二　 新型大国关系的进一步概念化

概念化的任务是使研究对象更加精确化， 从相对模糊的提法变成更为

精确的概念， 为将其进一步操作化为一个或一系列可以回答的具体问题做

好准备， 也为不同的研究者搭建一个可以相互理解的平台。 “新型大国关

系” 的概念化， 需要回答在这一提法背后， 中国领导人要解决的现实关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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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究竟是什么？ 这一概念是否根植于某种国际关系理论或思想？ 学术界是

否曾对其理论背景或现实关切做过有意义的研究？ 有哪些与新型大国关系

类似或者相反的概念， 是否能够通过寻找 “近义词” 或者 “反义词” 来

更清楚地定位这一术语？ 本文将尝试对相关问题做出回答。

（一） “新型大国关系” 的提出背景与历史渊源

“新型大国关系” 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概念， 因此， 详细考察中国领

导人的有关公开表述本身是将其进一步概念化的关键。 目前， 学术界经常

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习近平访美开始讨论新型大国关系。 实际上， “新型大国关

系” 这一概念绝不是在 ２０１２ 年 “忽然” 产生的。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时任中国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回顾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工作时就指出： “中国致力于发

展以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 先后同

美国、 俄罗斯、 法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建立了发展面向 ２１ 世纪双边

关系的基本框架。”① 从这段表述可以得出两点信息： 一是新型大国关系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已经进入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当中， 有很强的延续

性； 二是新型大国关系是用来描述与美、 俄、 英、 法、 日等大国的关系，

并非仅指美国一家。

类似的例子是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江泽民访美时， 中美决定 “努力建立建设

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采访中谈到， 中

国已经与俄、 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现在中美要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

伙伴关系”， “我们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 建立

一种不相互敌对、 不相互对抗的新型关系……这可能也是冷战结束后大国

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方式”。② 显然， 钱其琛的讲话与 ２０００ 年江泽民的讲

话高度相似。 而且， 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构建的这种 “战略伙伴关系”

９

①

②

江泽民： 《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三讲” 情况的讲话》 ， 《江泽民文选》 第二卷，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５４６ 页。
钱其琛： 《钱其琛接受中外记者联合采访， 高度评价江主席访美意义和成果》 ， 《人民日

报》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第 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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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新型关系”。 这种关系之所以 “新”， 主要是它区别于冷战时期主要

大国分属两个阵营、 以意识形态划线、 “非敌即友” 相互对抗的关系模式。

２０１０ 年之后， 中国领导人开始比较频繁地、 更有意识地提及新型大

国关系。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

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 提出并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 在讲话中

戴秉国国务委员表示， ２０ 世纪是一个 “零和规则盛行、 以意识形态划线

的世纪， 一个国际体系割裂、 集团对抗不止、 热战冷战交替、 很不安宁、

多灾多难的世纪”。① 由此出发， 戴秉国呼吁建立不同于 ２０ 世纪大国关系

的新型大国关系。

这次表述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表述有很强的延续性， 其不同则有两

点： 其一， 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对话的场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显示美

国是当前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对象； 其二， 与 “新型” 关系相

对的历史， 从冷战扩展到整个 ２０ 世纪， 一战、 二战、 德日等国崛起的教

训也纳入了中国领导人关切的范围。 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再

次提出这一概念， 也是此后中国密集推动这一概念的开始。

通过回顾前几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表述， 我们可以看出， 当前中

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表

述有很强的延续性。 “新型” “不对抗” 等关键词从 ９０ 年代至今一直在使

用。 “新型大国关系” 是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推行的 “战略伙伴关系” 的一部

分， 也是今天倡导的 “新型国际关系”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的一部分。 梳

理清楚这一历史背景， 就为我们厘清其概念化过程中的其他问题提供了基础。

（二）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底色

通过前述对 “修昔底德陷阱” 的讨论， 也通过考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中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 可发现其背后似有一种持续的

０１

① 戴秉国： 《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 ，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０ ／ ０５ － ２５ ／ ２３０２９７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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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现实主义的忧虑”。 中国领导人在讨论大国关系时， 始终是从两极、

多极等概念出发来审视世界的。 “极” 本身就是结构现实主义最基本的概

念之一。 对国家实力、 核心利益的重视， 对各国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坚

持， 都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视角。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领导人的表述， 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两极时代大国

之间对抗模式的批判， 以及对更美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期许。 ２０１０ 年之

后， 国际体系的结构变迁仍是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基本理论逻辑。 所不同

的是， 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如何处理好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关系这一背景下

讨论新型大国关系。 例如， 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的讲话中，

呼吁中美 “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 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

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① 习近平主席在接受专访时更是直接谈到 “修

昔底德陷阱”。② 一方面， 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结构中所处位置的

变化， 中国已经从 “多强” 之一变为国际体系中的 “老二”。 另一方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领导人从国际结构变化将导致国家行为变化的结构现

实主义逻辑出发， 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期待， 即随着两极结构的终结以及多

极结构的出现， 大国关系可以从非敌即友模式走向一种新模式。 但是最近

几年， 中国领导人的论述背后体现出一种对进攻性现实主义 “大国政治

的悲剧” 的担忧， 试图超越这种宿命论式的预言。 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

王毅在总结 ２０１４ 年中国外交时明确指出的， 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新型大

国关系， 是试图在理论层面超越 “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关系学

说”。③

既然中国领导人忧虑的 “旧大国关系” 是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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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锦涛： 《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

式上的致辞》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第 ２ 版。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Ｂｅｒｇｇｒｕｅ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ｈａｎ Ｇａｒｄｅｌｓ， “ 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ｏｓｔ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Ｌｅａｄｅｒ Ｔｈｉｎｋ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ｓ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２１ ／ ｘｉ － ｊｉｎｐｉｎｇ － ｄａｖｏｓ＿ ｎ＿
４６３９９２９􀆰 ｈｔｍｌ􀆰

王毅： 《２０１４： 中国外交丰收之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ｚｙｘｗ＿ ６０２２５１ ／ ｔ１２２２３７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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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现实主义的预言， 学术界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与补充， 或可直接为中

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思考路径。 几十年来， 学术界对结构现实主义已

有相当多的讨论和批评。① 在现实主义内部，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与进攻性

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不同。 前者认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安全， 而非权力

的最大化； 关注进攻—防御平衡关系的学者认为， 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合

作达到增进本方国家安全的目的。② 从其他体系理论的视角来看， 结构现

实主义的 “国际中心论” “国际结构决定论” 乃至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假设

均受到挑战。 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不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国家间关系，

而是强调国际制度的作用， 认为国际组织、 国际机制、 国际惯例都会对国

家行为以及国家间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对国家间关系

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和制约。 建构主义则走得更远， 强调国际观念结构的作

用。 从不同的分析层次的视角来看， 体系层次的理论显然并不能圆满解释

所有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很多研究者认为， 在国际体系层次之外， 国

家的内部政治也至关重要， 需要重视国际体系中的单位层次。③ 政治心理

学学者从领导人的 “知觉与错误知觉” “前景理论” 等角度出发， 分析安

全和战争决策。④ 从进化论与循环论的角度来看， 整个结构现实主义体现

出强烈的循环论色彩； 而进化主义者则认为， 这并非国际体系的真实面

貌。⑤ 国际体系本身在演进， 民族国家过去可以做的事情， 在当代国际关

系中不一定能做。 例如， 由于军事技术、 国际制度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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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罗伯特·基欧汉编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 郭树勇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较新

的研究成果如 Ａｒａｓｈ Ｈｅｙｄａｒｉａｎ Ｐａｓｈａｋｈａｎｌｏｕ， “Ｗａｌｔｚ，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５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ｐ􀆰 ２９５ － ３１５。

如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ｌａｓｅｒ， “ Ｒｅａｌｉｓｔｓ ａｓ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ｅｌｆ⁃ｈｅｌ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３，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５， ｐｐ􀆰 ５０ － ９０。

如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 “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１，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９２， ｐｐ􀆰 １６２ － １８３。

罗伯特·杰维斯：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 秦亚青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３。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ｔｏ Ｊｅｒｖｉ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１ ， ２０１０， ｐｐ􀆰 ３１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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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成本大大上升了。 德国、 日本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崛起导致战争，

而苏联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的崛起并未导致美苏之间直接的战争， 仅导致了

冷战和 “代理人战争”。 此外， 近 ２０ 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

单一层次、 单一原因 （无论是结构、 制度、 观念还是心理） 导致战争冲

突的看法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 往往是多个层次、 多个原因同时发挥作用

才导致冲突。①

总之， 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对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批

评是非常充分的。 中美两国可以 “按图索骥”， 强化其他理论强调的部

分， 作为中美构建新型关系的路径。 事实上， 中国领导人在与美方讨论新

型大国关系时， 也曾经多次使用 “经济全球化时代” “相互依存” 这类新

自由制度主义的概念②来说明大国对抗冲突并非必然，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完全可能。 这实际上已经体现尝试通过强化结构变化以外的其他因素来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

（三） 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现实关切

国家领导人提出重大战略倡议， 虽然其思想观念背后一定带有某种理

论底色， 但是直接针对的通常还是某种现实利益和关切。 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解决或缓解这种关切的过程。 因此， 准确定位中方

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核心关切， 对理解新型大国关系显然十分重要。

定位中方关切的一个可能方法是从中国领导人提倡的内容来推动。 也

就是说， 中国领导人在阐述新型大国关系时所提倡的， 实际上正是在中美

关系的现实中缺乏的、 中方所担心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将 “不冲突、 不对

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正是因为他们担心

中美可能发生冲突和对抗； 认为在现实中存在美国不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和

３１

①

②

Ｊａｃｋ Ｌｅｖｙ， “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ｈ Ａ􀆰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ＡＧＥ， ２０１３， ｐ􀆰 ５９７􀆰

戴秉国： 《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 ，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０ ／ ０５ － ２５ ／ ２３０２９７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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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关切的情况， 主要是尊重主权领土完整、 尊重各自的政治制度和发展

道路。①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的 “习奥会” 中， 中国领导人又提出建构新型大

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② 其中显然也包含对现有中美关系中问题的关切，

首先仍是相互尊重问题； 其次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 这一

点与 “不冲突、 不对抗” 高度相关； 最后是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问题。

上述关切可以具体化为四个问题。 一是中美是否会发生全局性的冲突

或对抗？ 美国是否会将中国看作如同苏联、 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挑

战者？ 二是美国是否会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 在中国政府提出 “综合国

家安全观” 中， “政治安全” 居于 “根本” 地位。③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 再加上近十几年来世界不少国家发生的 “颜色革

命”， 都凸显了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扩张的事实。 推进民主与人权，

也确实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是美国是否会限制甚至破坏中

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景？ 美国是否会以种种阴谋或 “阳谋” 来限制、 破

坏中国崛起？ 中国是否会如同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经历的那样， 失

去经济崛起的动能？ 四是美国是否会阻挠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努力？

是否会利用中国国家的分裂状态以及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 增大中国崛

起的成本和代价？

这些关切又可以进一步凝练为一个问题： 美国是否会坐视一个由共产

党领导的中国不断崛起， 而不采取任何遏制、 破坏的手段？ 从现实主义的

观点来看， 中国从领导人到普通民众， 普遍怀疑美国会允许别的国家超越

美国？ 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 中国担心美国对其眼中的 “非民主国家”

始终抱有颠覆破坏的意图。 可以说， 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持续崛起搭建一个稳定的保护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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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合作共赢” 主要体现了一种期许， 是对中美关系的较高层次的要求， 并非中方面临的紧

迫挑战。 因此， 在讨论中方的现实关切时， 似可暂不考虑 “合作共赢” 针对的关切。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第 １ 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

色国家安全道路》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第 １ 版。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概念化与操作化

（四）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个常见疑问

首先是新型大国关系到底 “新” 在何处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

得出基本结论， 在理论层面， 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超越结构现实主义有关大

国必然互相制衡乃至对抗的预言。 在现实层面， ２０ 世纪德、 日、 苏这三

个意识形态与当时的守成国不同的崛起国， 先后遭遇了热战或冷战。 美国

曾成功地超越英国， 实现了和平崛起， 而美英意识形态相近， 且都是英语

国家。 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超越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走向对

抗和冲突的历史宿命。 与新型大国关系相对的 “旧大国关系”， 是崛起国

与守成国之间以对抗和冲突为基调的关系， 以及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之间

“你死我活” 的意识形态斗争关系。

在理论层面， 不同理论流派的争鸣显示， 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并非必

然。 经济相互依存、 核恐怖平衡、 当今国际体系的开放性质， 都意味着

“时代变了”， 国际体系并非是百分之百的无政府状态。 在现实层面， 这

一历史之所以有可能被超越， 是来自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的经历。 冷战结

束以来， 中美这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和守成国已经和平共存四分之

一个世纪。 如果我们把 “不冲突、 不对抗” 看作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较

低要求的话， 实际上低水平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存在一段时间， 两国

当前面临的任务只是如何延续这一关系， 并将其提升到更高水平。

其次是新型大国关系是否只适用于中美关系的问题， 对此中国官方文

件已有明确陈述。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将 “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

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放在 “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 之下论

述。① 也就是说，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对发达国家外交的一部分， 并

非专指一个国家。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首访俄罗斯时也曾表示： “中

俄关系已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建立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大国关系，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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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十八大报告摘登》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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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逐步建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① 从这番表述中

可以读出三个重要信息： 第一， 新型大国关系适用于其他大国； 第二， 新

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与各大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种； 第三， 从远近亲

疏来看， 新型大国关系的位阶低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当然， 近年来新型大国关系主要被应用于中美关系也是事实。 这可以

从几个角度来理解： 一是重要性。 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国与发达国家、 主要

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二是紧迫性。 中美关系不是普通的大国关

系， 而是面临 “修昔底德陷阱” 危险的大国关系。 三是中美关系的层次

所限。 中美之间迄今还没有构建起任何一种伙伴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一

种期待值相对较低的关系。

最后是 “新型” 与 “大国” 孰轻孰重的问题。 一些美国官员与学者

认为， “新型” 固然重要， 但是 “大国关系” 才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

也就是说， 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真正用意， 是要与美国建立平

起平坐的 “大国关系”。 对此说法， 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或否认。

但是， 既然中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是 “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那

么， 中国确实是将自己作为主要大国之一来看待的。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开

始更多地在 “修昔底德陷阱” 的背景下讨论新型大国关系， 这意味着中

国领导人确实认为本国是世界首要的崛起国， 因此才有 “修昔底德陷阱”

之困。 况且， “新型” 本身就体现在 “平等” 当中， 没有平等， 何来新型

关系。 只不过对 “平等” 不能庸俗化地理解为中国要求美国立即接受中

方在诸多问题上的所有要求， 也不能理解为中国要求在西太平洋等地进行

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

三　 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的操作化

操作化是将概念转化为较为具体的问题的过程。 在学术研究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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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 平 同 俄 罗 斯 总 统 普 京 举 行 会 谈 》 ， 新 华 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２２ ／ ｃ＿ １２４４９３９１７􀆰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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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需要提出一系列有待研究的、 具有可操作性、 可衡量的研究问题； 在

外交实践层面， 这些问题也可以被看成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因此， 对

新型大国关系的操作化， 既是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议程， 也是提出未来实践

的路线图。

作为操作化的第一步， 我们可以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具体化为中

美 （或中国与其他大国） 之间的一个长期稳定框架： 在这一框架下， 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可以持续崛起， 中美 （或中国与其他大国） 可以和

平发展、 良性竞争， 同时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甚至友好， 并开展必要的合

作。 这是一个 “防止最坏、 争取最好” 的框架。 由于目前美方对新型大

国关系这一提法并不热情， 至 ２０１７ 年美国政府换届后， 美方是否还能接

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将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为

一种长期稳定框架的话， 无论下届美国政府是否接受这一提法， 一个长期

稳定的框架仍是中美两国都需要的。

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的新型大国关系三大内涵， 我们可以尝试用较为学术的语言将中美长期稳

定框架进一步拆解为三个 “子框架”。

（一） 中美战略稳定框架

战略稳定的概念起源于冷战时期， 指有关各方采取一系列自我克制的

方法， 维护其战略关系的均衡与稳定。 一般而言， 战略稳定概念主要用于

军事层面， 即大国之间战略武器关系的均衡与稳定。① 中美目前要建立的

战略稳定， 包括战略武器层面的稳定， 但不仅限于此， 而是更高层次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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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在传统意义上论中美战略稳定的研究成果仍然很多。 例如， 李彬、 聂宏毅： 《中美战

略稳定性的考察》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３—１９ 页； 鹿音： 《如何构建中美新型

战略稳定？》 ，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３１—３７ 页。 也有在更宽泛意义上讨论中美战略

稳定的成果， 例如， 李静平： 《中美战略稳定初探———超越战略武器看中美战略稳定的构建》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ｔｉ􀆰 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 ／ ｐｄｆｓ ／ Ｌｉ＿ Ｊｉｎｇｐｉｎｇ＿ ｎｏ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ｐｄｆ。 美国学者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可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Ｏ􀆳Ｈａｎｌ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Ｕ􀆰 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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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稳定， 即中美两国的 “不冲突、 不对抗”。 从哲学层面说， 人类社会中

的冲突和对抗是永远存在的， 不可能完全消除。 新型大国关系中的 “不

冲突、 不对抗” 可定义为 “不热战、 不冷战”。 也就是说， 中美要在战略

层面避免发生重大冲突和全局性对抗， 既不能发生军事安全领域的冲突，

也要避免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全面对抗。 在此最重要的不是中美完全没

有冲突， 而是不能发生严重武装冲突， 导致中美成为一战前英德式的热战

之敌； 也不能使安全、 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小矛盾不断累积， 演变为对彼

此战略意图的怀疑， 导致将对方看作美苏式的冷战敌人， 具体而言， 可从

以下五个方面推进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

一是对战略稳定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和文献回顾。 应对战略稳定特别是

冷战期间美苏战略稳定的实践进行梳理。 在此过程中， 总结美苏谋求战略

稳定的主要做法及经验教训， 并且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与美苏之

间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异同。 冷战期间， 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建立在威慑、

裁军与危机管理之上， 未来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是否也应该建立在同样的

理论基础之上， 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是中美在宏观战略层次上的战略稳定机制。 这主要涉及对国家走

向、 其对外战略走向、 对外战略意图的判断。 例如， 一方是否要推翻现行

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 一方是否将另一方视为需要遏制、 挑战、 削弱的对

手等。 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 “战略再保证” 即主要聚焦于此。

斯坦伯格建议， 美国要采取行动让中国安心， 使中国确信美国欢迎中国的

崛起； 中国也要采取行动让美国及中国的邻国相信， 中国的崛起不会损害

它们的利益。① 要达成这种战略层次的稳定框架， 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建立

固定对话机制。 目前， 中美已连续两年举办两国元首的长时间峰会， 未来

此类峰会是否有可能机制化？ 中美政府之间现存 ９０ 多个对话机制， 这些

机制是否需要进一步优化？ 这些机制特别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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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 ／ ｄ ／ ｆｏｒｍｅｒ ／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０９ ／ １６９３３２􀆰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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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训可供借鉴。

三是狭义的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稳定关系。 这至少包括 ６ 个领域。 第

一， 核力量的稳定关系。 在美俄等国一直推动核裁军、 核力量透明化， 而

各国的核技术仍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需要研究中美核平衡需要达到怎样

的态势才最有利于防止战争与冲突。 中国不应追求与美国核力量的 “平

起平坐”， 但要保证有效的核反制能力； 美国需要接受战略武器层面的相

互脆弱性。 由于中美核力量的严重不对称性， 目前两军或政府正式启动这

些讨论还为时过早， 但学术界可先研究起来， 政府可确认各自的政治意

愿， 待适当时机跟进。 此外， 中美两军可以继续讨论美国反导系统、 战术

核武器、 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等方面的发展对中美相对平衡的威胁。 第二，

太空的战略稳定。 需要研究太空的稳定是否必须通过太空武器化以及相互

威慑达成。 第三， 中美 （包括中国与美国盟友体系之间的） 常规军力平

衡。 近十几年来， 中国军事现代化持续推进； 与此同时， 美国正将 ６０％

的海空力量部署在亚太， 其盟友日本也正逐渐走向军事大国。 因此， 需要

研究未来在西太平洋地区， 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如何建立战略稳定关系？

中美之间、 中国与周边邻国、 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之间是否需要建立军备控

制机制？ 各国是否可能实现某种军备发展的自我限制？① 美国需要考虑接

受常规武器领域的相互脆弱性。 第四， “不对抗” 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不

组织针对另一方的政治军事同盟。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５ 个双边盟友是历史

存在。 未来美国需要缓解中国对美国盟友体系走向网络化的疑虑， 同时推

动中国与美国 ５ 个双边盟友的对话与合作， 减少其针对中国的意味。 同时

美国需要考虑如何管理其盟国， 一方面避免被其盟国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

拉入与中国的冲突之中， 另一方面仍能维持其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性。

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在推进自己利益的同时， 不把美国推到必须在中国与美

国的盟友之间采取战略清晰立场的程度。 第五， 继中美两军 ２０１４ 年签订

９１

① 如斯坦伯格与欧汉伦就提出， 在一定条件下中国考虑限制自己的军费开支。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Ｏ􀆳Ｈａｎｌ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Ｕ􀆰 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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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 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

则” 两个机制的谅解备忘录之后， 两军下一步需要建立 “空中相遇安全

行为准则”， 未来还需要梳理其他可能建立的相互信任措施。 海上方面，

中美需考虑就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形成一致理解。 第六， 中美可以开

始逐步建立军事安全危机管控机制， 包括从一线作战部队的危机处理操作

流程， 到指挥控制系统的相互沟通机制等。

四是中美宏观经济金融战略稳定机制。 中美在经济金融领域存在所谓

“中美国” 的效应。 在研究层面， 需要讨论这种相互依存是否有助于防止

中美走向美苏式冷战， 抑或是反而会带来更多冲突？ 在中美相互依存规模

如此庞大的情况下， 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等概念是否仍然有效？ 中

美经济和金融的捆绑对两国的行动自由都产生了约束， 还是主要不利于一

方？ 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一战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有何异同？ 中

美是否存在相互摧毁对方经济或金融体系的手段与能力， 中美使用这一手

段与能力的可能性如何？ 此外， 目前中美都在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需

要研究中美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否会导致中美 “脱钩” 效应， 是否存在稳

妥的 “脱钩” 方法？ 中美是否需要或应如何加大经济相互捆绑的力度？

五是需要对 “新冷战” “凉战”① 等描述 “中间状态” 的概念加以深

入研究。 中美要实现 “不冷战、 不热战” 的目标或许是可能的， 但是中

美是否会出现 “凉战” 值得关注。 近十几年来， 中日之间有所谓 “政冷

经热” 现象， 这种局面是否可能在中美之间出现？ “政冷经热” 是否必然

升级为 “冷战”， 还是可以保持 “凉” 的状态？ “政冷经热” 是否将导致

“政冷经温” 或 “政冷经冷”？

（二） 中美平等交往框架

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第二句话是 “相互尊重”。 “被尊重” 是一个心

０２

①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ｔｈｋｏｐｆ， “ Ｔｈｅ Ｃｏｏｌ Ｗａ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２ ／ ２０ ／ ｔｈｅ － ｃｏｏｌ － ｗａ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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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概念， 较难衡量。 中美首先需要达成共识， 即就原则而言， 中美是彼

此尊重的两个世界大国。 中国之所以会感受到美国的 “不尊重”， 主要是

两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所致。 如果可以将 “相互尊重” 的讨论具体化

到 “未被尊重” 的问题清单上， 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或是缩小分歧， 或许

可以尝试建立一个中美平等交往的框架。 需要注意的是， 除纯粹的内政问

题外， 双方不应拒绝将对方的特定关切纳入讨论。 例如， 美国不应以

“六项保证” 为名拒绝讨论对台军售， 以 “对法律理解不一致” 或者 “每

个国家都在做” 为名， 拒绝讨论对华抵近侦察或者网络侦察监控问题。

美国拒绝讨论某些问题， 很容易被其他国家理解为霸权主义思维。 但是，

在战略层面讨论这些分歧， 也并不意味着双方要很快达成妥协， 或美方必

须立即接受中方的要求。 在 “相互尊重” 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 双方需

要采取一种渐进主义的方式来推进。 中美平等交往框架也包含五个方面的

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议程。

第一， 学术界需要对信任、 尊重等涉及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做好研究。

在此基础上， 力争找出定性或定量衡量中美当前信任水平、 尊重水平的办

法。 需要讨论构建或提升国家间战略信任关系的路径， 特别是研究当前在

中美之间认同感不强的情况下， 构建高水平的信任关系是否可能？

第二， 中美学术界需要对 “国家利益” 等观念达成一致理解。 尤其

是 “核心利益” 应如何界定， 中美对其利害攸关程度的理解是否一致？

也就是说， 一旦一国的核心利益丧失或被侵犯， 该国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应

对， 对此中美两国的理解是否一致？ 此外， 中国学术界需要讨论并明确，

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容应该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 对核心利益的描述应该做

原则性表述还是列举式表述？ 在原则表述之外， 中美是否应考虑就核心利

益、 重大关切达成一个列举式的 “最短清单”。 即如果这些利益与关切被

侵犯， 其可能会被己方视为敌意行为。 在此 “最短清单” 之外， 双方决

策者需要避免将矛盾与冲突上升到对对方整体战略意图的怀疑方面。

第三， 中美可以考虑将尊重上述 “最短清单” 作为 “相互尊重” 的

底线。 与此同时， 如果中美在决策时能将对方的某些关切纳入己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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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而对己方行动实施一定的自我克制， 或可以将其定义为较高层次的

“相互尊重”。 中美学术界和决策部门需要建立一个 “信任对表” 或 “尊

重对表” 机制， 从学术界的 “二轨” 研讨开始， 逐步过渡到 “一轨半”

乃至 “一轨”。 这一机制的任务是比较双方对各自以及对对方行为的认

识。 例如， 中方可以提出近期美方做了哪些不尊重中方的事， 并提出中方

为照顾美方利益而做的自我限制与调整。 美方也同样提出自己的观点。 随

后中美再比较双方的不同， 找出哪些是由利益分歧导致的， 哪些是由错误

观念导致的。 在此过程中， 双方应采纳博弈论中 “针锋相对” 或称 “一

报还一报” （ ｔｉｔ⁃ｆｏｒ⁃ｔａｔ） 的战略， 即以合作的善意开局， 对于对方的合作

应给予回报， 如果对方背叛则给予相应的报复。

第四， 尽管美国行政当局反复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稳定与繁荣， 但由

于美国对外战略包含多重行为者， 美国国会、 非政府组织、 媒体乃至个人

的某些言行常常破坏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信任感， 中国仍然很难对美国的

对华战略感到 “放心”。 中美学术界需要破解这一难题。 特别是要区分两

种不同情况： 一是某些威胁和破坏中国政治安全的行为是美国行政当局的

政策， 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 价值观、 国内政治需要等原因， 必然继续

推行这些政策， 如中美之间的人权问题等。 对这类问题， 美国行政当局需

要考虑 “度” 的问题， 即具体个案不能威胁中国整体政治稳定。 中方则

应认识到， 此类行为固然损害中国利益， 但是指望美方停止此类行为是不

现实的。 中方应从增强自身防范的角度加以解决。 二是某些问题不是美国

行政当局的政策， 而是美国国会、 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的行为， 美国行政

当局采取了默许或 “不便反对” 的态度。 美方如能以实证的方法区别两

类情况并使中国决策者 “安心”， 可能会减缓中方对政治安全、 相互尊重

的疑虑。

第五， 由于美国是否会迟滞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的核心关切之一，

美国国内也有对中国企业在美经济活动的担心， 中美学术界需要研究两国

对对方可能造成怎样的经济安全风险， 特别是美国是否可能运用其军事、

经济、 金融等优势破坏中国的经济安全？ 中国是否可能基于市场逻辑、 全

２２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概念化与操作化

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逻辑保障本国的经济安全、 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 中

国经济崛起对美国是否会构成经济乃至国家安全威胁？

（三） 中美有效合作框架

中美的 “合作共赢” 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一是中美双边合作， 特别

是在经贸合作、 人文交流等领域； 二是中美联手为地区和全球提供公共产

品， 特别是在国际制度的建立、 改革和完善上； 三是在国际重大热点问题

上的合作。 合作共赢框架主要应依托两国政府部门、 固定对话机制以及现

有国际制度， 在这一框架内寻找中美可以合作的问题。 以下是六个学术研

究与外交实践的推进方向。

第一， 与前两个框架一样， 学术界需要梳理国际关系学界对大国合作

的研究现状。 例如， 国家为什么合作或为什么不合作？ 什么情况下一个现

存大国与一个崛起大国更可能进行合作？ 什么情况下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

有可能开展合作？ 如何让中美在合作中都更关注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

如何避免 “搭便车” 的问题以及对 “分担成本” 的疑虑？

第二， 在实践层面， 中美需要共同推动在亚太地区建立亚太自贸区

（ＦＴＡＡＰ） 等涵盖中美两国的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 与此同时， 需

要研究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 ＴＰ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ＲＣＥＰ） 等机制是否可以对中美间的另一方开放， 中美是否可能达成更

具雄心的双边自贸安排， 如中美自贸区？

第三， 中方可以更明确地回应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试图另建一套国

际制度的疑虑， 这包括 “两行一金”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 丝路基金）、 亚洲安全观等。 需要以行动打消美国对中国 “另

起炉灶” 的疑虑； 而美国则需考虑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倡

议的国际制度安排， 至少不能继续阻拦其盟友加入。 与此同时， 中方需要

尽快扩大其他国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中的角色， 并邀请美国

等发达国家一起研究中国建立的这些国际制度中的规则问题、 透明问题。

第四， 在地区安全层面， 中美学术界需要研究两国都参加的、 有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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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能力的亚太区域安全制度安排。 两国政府层面可以先肯定这一发展方

向， 并在适当时机跟进。

第五， 中美两国学术界及职能部门可以梳理两国在海、 空、 天、 网、

极地等全球公域的利益冲突点与交汇点， 考虑制定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合作

的 “早期收获清单” 及路线图。

第六， 中美两国学术界及职能部门可考虑制定在国际制度建设与改革

问题上的 “早期收获清单” 及路线图。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涉及的问题非常多， 绝非笔者一人在一篇论文

中可以解决。 以上议题只涉及操作化努力的一小部分， 提出来的主要目的

是激发学术界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出更具操作化的研究与讨论。 中

美两国的研究机构如能就这些问题做更多深入研究， 并逐渐形成共识， 就

能为两国外交实践提供更扎实的支撑， 也能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再向前推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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